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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

如果说哲学史与文化史一样，都是人类自身存在方式的展现

史，那么，任何时期的哲学都是这一时期的人们对自身存在状态的

一种反思和摆脱困境的一种尝试。以此言之，中国近代哲学作为近

代思想家们对自身处境审视的结果，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存在。揭示

中国近代哲学的内在矛盾，首先要从剖析中国近代社会的内在矛

盾入手。

就社会性质而言，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近代的中国人民处于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的双重围

困之中，处境之凄、际遇之惨远非人所能堪。中国近代哲学便是近

代的人们渴求摆脱这种命运的集中体现。

与西方的民主革命不同，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面临着双重的

历史使命，既要赶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者，又要推翻封建主义

在中国的专制统治。换言之，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与民族革命同步进

行的，它不仅要解决中国如何冲破封建牢笼的束缚而求发展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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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且首先要解决中华民族如何摆脱西方列强的奴役而求生存

的问题。这使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双重主

题。

在中国近代，反帝与反封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西方的帝国主

义与中国的封建主义作为欺压中国人民的两大反动势力互相勾

结，已经结为反动统治同盟。一方面，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

团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走狗和工具，“量中华之物力，结

与国之欢心”暴露了他们无耻的卖国嘴脸。正是在清政府的姑息和

纵容下，西方列强才可以在中国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表明，要推

翻帝国主义，必须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另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

证明，帝国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帮凶。为了维护其统治，清政府也借

助西方列强的力量镇压本国人民。只有铲除其帮凶西方列强，才能

推翻本国的封建统治。并且，帝国主义同样是骑在中国人头上的统

治者，只有赶走帝国主义者，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完成

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从逻辑上讲，中国近代的反帝反封建

是同步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必须同时进行，才能达到目的，两者

没有先后缓急之分。

然而，从现实上看，反帝与反封建的同步进行加大了敌人的阵

营，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使民主革命的进程一波三折、步履维艰。

更有甚者，反帝反封建的同步进行可能引起反动阶级的仇恨和恐

慌，客观上巩固了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联盟，使革命力量陷于腹

背受敌、四面楚歌的境地。

此外，从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自身状况来看，他们没有足够的

时间和力量去拉长战线，从政治、思想、文化的各个战场全面出击

发起攻势，只好采取分期分批、各个歼灭的战略。

退而言之，既然环境所迫、命中注定面对本国的封建主义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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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伯

国的帝国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只能集中精力先对付其中的一个，

那么，先解决哪一个比较好呢？

假设一：先反帝

反帝斗争是整个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决战，每个中国人都

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是取胜的前提保证。换

言之，只有每个中国人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血脉相连、发自

内心地愿为中国奉献一切的时候，才能在反帝斗争中不计私利、勇

于牺牲。然而，几千年来生活在封建牢笼中的中国人民只知有家而

不知有国、只知有君而不知有群。孝忠吞噬着爱国，柔顺取代了奋

斗。这种价值取向和心理结构使他们对国家的大事漠不关心、麻木

不仁。国家是君主一家一姓之私的观念使他们与国家之间划起了

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同上）的愚民政策和蒙昧主义又使中

国人以束身寡过、洁身自好为美德，这种奴隶性格使每一位中国老

百姓既不知道国家大事、也不关心国家大事，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

的聪明才智为捍卫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而竭尽全力。这使中国近代

的反帝斗争由于缺乏深厚的社会根基而陷于空想，最后难逃失败

的厄运。这告诉人们：要想有效地进行反帝斗争，首先必须向人们

灌输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让人们明白国家是每个人的国家。而这

正是反封建皇权的思想启蒙所要做的工作。由此看来，先反帝是行

不通的，只有先反封建，洗刷人们心中的旧思想、旧观念，才能保证

反帝斗争的胜利。

假设二：先反封建

中国近代反封建斗争的任务和目的有三：思想上是摆脱封建

思想的束缚，建立自由、自立、自主、自强、自尊的全新人格，为个性

欢呼；政治上是推翻封建专制，实行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使资产

阶级享有参政权；经济上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促进资本主义商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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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自由发展。

然而，帝国主义在向中国发动侵略之时，就涌来了大量的传教

士对中国人民进行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腐蚀和侵略，这些干扰了启

蒙工作的顺利进行。更何况在帝国主义的践踏下，华人连狗都不

如，还奢谈什么人格和自尊！政治上，帝国主义已经霸占了中国的

种种大权，中国人民在名存实亡的封建统治者的手中又能夺回多

少权利！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实施的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一系列

侵略都是为了达到掠夺廉价原料、倾销本国商品的经济目的。为了

发展本国的经济，西方列强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压制和阻挠中国资

本主义的发展，以便使中国永远成为他们的附属市场和原料产地。

这一切表明，中国近代的反封建斗争势必要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

干扰和破坏。只有先赶走帝国主义，反封建才能顺利进行。

这样，在中国便出现了这样的矛盾：反帝反封建同时进行力所

不及，而先反帝或先反封建又都行不通。同时，这种两难境地又形

成了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是应该先向本国的封建主义为个人争自

由还是应该先向西方的帝国主义为国家争自由的矛盾。当这一矛

盾以社会意识的形态被反映出来时就形成了中国近代哲学、思想

和文化的内在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在中国近代思想家那里

是以“独”、“群”的特定概念表述出来的。

在中国近代，担当反帝反封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是以资产阶

级为代表和领导的。由于不懂得反帝反封建的内在统一性，更由于

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力量，迫于政治上、经济上敌强我弱的

局势，他们的思想家们不敢提出同时反帝又反封建的主张。多数人

幻想先提高中国人民的身体素质和思想素质，在民智大开之后通

过兴民权使人民认识到自己与国家的密切关系，进而激发人们的

爱国心与爱群心。这实际上是把反封建置于反帝之前，企图在启迪

封建蒙昧中树立国家观念。这套方案不仅把反帝推向了遥远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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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近代哲学的内在矛盾及其表现

缓一急、不可同时并举的矛盾对峙。

来，而且也冲淡了反帝的急迫性，从而放弃了近代中国的最大敌人

西方列强。

同时，在进行思想启蒙的反封建过程中，近代思想家往往又以

中国人民智力低劣、无法实行自治为由收回了他们向人民许诺的

自由、自主之权，这使他们启蒙思想中反封建的战斗力遭到极大地

扼杀。

孙中山：《遗嘱

另有少数人如陈天华、孙中山等认识到了帝国主义是中国的

最主要的敌人，民主革命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入手。然而，由于对

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藕断丝连认识不清，最后只能以

“革命尚未成功 而告终。并且，这一主张由于过

分强调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的自由、平等，忽略和钳制了人民大众

对于封建专治的自由、平等，甚至呼吁为了国家的自由、反帝的需

要和民族的解放而放弃个人的自由，这无疑挫伤了人民大众进行

反帝斗争的积极性和政治热情。

中国近代思想家在行动上的失误表明，他们不能处理好反帝

与反封建的关系，割裂了二者的内在统一性，使二者成为一先一

后、

行动上的困惑发端于思想中的困惑，思想中的困惑又加剧了

行动上的困惑。中国近代思想家在行动上体现为反帝反封建的矛

盾反映在哲学、思想领域就是启蒙与爱国的矛盾。

所谓启蒙，是指开启长期封建蒙昧造成的中国人的奴性心理

和国民性格，塑造富有个性和自强、自信、自立精神，追求自由、自

主、平等之权的“新民”。在近代中国被列强吞噬的情况下，所谓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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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绝对精神

国，主要是指拯救祖国于危难，使中国以独立、自主、富强的新貌屹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内容上看，启蒙与爱国的目的都是为了争自由、求自主、谋

平等，具有一致性。但是，从具体实现上看，或者是先争取国家和民

族的群体自由、独立，或者是先解决个人的一己之自由、自主，两者

往往很难兼顾。这反映了启蒙与爱国的矛盾性。这一矛盾时常困

扰着中国近代的每一位思想家。

同时，反帝反封建不仅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而且是一

场深入持久的思想变革。为了赶走帝国主义，必须向国人进行弘扬

公德观念、群体意识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为了推翻封建专制，又必

须向国人输入塑造个性、追求自强自主自尊的启蒙思想。爱国主义

的核心是群体主义，强调放弃个人利益而为他人和群体做出牺牲；

而启蒙思想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主张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重塑自

我形象、追求自我价值。这又使反帝与反封建、爱国与启蒙的矛盾

转化为“群”与“独”的矛盾。

“群”指整体、合群、利他，“独”指个体、特性、自力，两者具有一

定的矛盾性。中国近代思想家一方面推崇“独”，一方面又弘扬

“群’，时时处处都在“独” “群”的困扰中挣扎。这使“独”

“群”成为他们哲学的内在矛盾，浸透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各个

领域和各个方面。

个人的主观精神

章太炎：《建立宗教论》）都有夸大

在本体论上，中国近代思想家断言：“宇宙本非实有，要待意想

”的倾向。安立为有。

被中国近代思想家所推崇和膜拜的“心”，主要是指个人的主

体意志、主观感受和情感好恶。对此，梁启超指出，面对同一物境，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例如，“同一月夜也，琼筵羽觞，清歌妙

舞，绣帘半开，素手相携，则有余乐；劳人思妇，对影独坐，促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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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书 惟心》）推而广之，千万人乃壁，枫叶绕船，则有余悲。”

至无量数人在此，其感觉会有千万种乃至无量数种之不同。至于这

些感受到底谁真谁假、孰是孰非，则无可奉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内在标准，外部世界究竟什么样？我的主观感觉它怎样它就怎

样。

无独有偶。谭嗣同在《仁学》中几乎是用同样的语言和手法表

述了同样的思想。他说：

仁学

自有众生以来，即各各自有世界；各各之意识所造不同，

即各各之五识所见不同。小而言之，同一朗月皓月，绪风晤雨，

同一名山大川、长林幽谷，或把酒吟啸、触境皆虚，或怀远离、

成形即惨，所见无一同者。

在这里，近代的思想家们肯定人人的感受各不相同，肯定人人

各有属于自己的世界，肯定人人各不相同的感觉和世界都有绝对

的真实性和至上的权威性⋯⋯这说明他们所神化和夸大的心乃是

个人的主观精神。

然而，在论证身心（肉体与灵魂）关系时，中国近代思想家都把

灵魂说成是脱离肉体的永恒存在，普遍有崇尚灵魂而藐视肉体的

倾向，这给他们崇尚的精神厚厚地涂上了一层客观精神的油彩。

借鉴和利用佛学的“五蕴”说，中国近代思想家指出，人是由物

质性的血肉之躯和精神性的灵魂构成的。由各种物质的、化学的元

素构成的肉体的存在是短暂的，它最终要分解而消散，而人的精

神、灵魂则会不生不灭、万古永恒。康有为认为，人死后灵魂（精

气）“可附入他体而神识不昧”（《礼运注》）；谭嗣同宣称：“灵魂者，

仁学即其不生不灭之知也 梁启超则断言：“死者死吾体魄中

之铁若余金类、木类、炭水粉、糖盐水若余杂质气质而已，而吾自有

不死者存，曰灵魂。 《余之死生观

由上可见，中国近代思想家所讲的“灵魂”并非专指个人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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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人类绝种则精神无死去之一日。

灵魂”，而是兼指且主要指人类的“大灵魂”，即人类精神。梁启超坚

信：

⋯吾曰精神。（同人死而有不死者存而已。此不死之物

上）

在人死后，这种不死之物（精神、灵魂）可遗传给子孙后代，这

就是佛教的“羯磨”、进化论的“遗传”。进而，梁启超又宣称：

生命并不是纯物质的，所以各人所造业，并不因物质的身

体之死亡而消灭。死亡之后，业之力会自己殴引自己换一个别

的方向别的形式，又形成一个新生命。 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

教理纲要

去我之体魄有尽，而来人之体魄无尽，斯去我之精神与来

人之精神，相贯相袭相发明相推衍，而亦长此无尽，非至地球

余之死生观

这就是说，物质性的躯体固然有限，但是，无数个有限足以构

成无限。只要还有人类存在，那么，我的灵魂、精神便不会死。躯体

一次次地死去了，而灵魂却执著地以别的形式、在别的方向形成新

的生命。

总之，中国近代思想家通过论证灵魂不死，把个人的灵魂与群

体和国家联系在一起。他们长生不死的“秘诀”就在于用群体、社会

之体载我之灵魂。“我”要岿然不死、万古永存，必须与群体和社会

联为一体。梁启超指出：

若夫至今岿然不死者，我也；历千百年乃至千百劫而终不

死者，我也。何以故？我有群体故。（同上）

这就是说，只要我之家、之国、之群体、之世界不死，我也就能

获得永生。不仅如此，中国近代思想家还对“我”进行了新的解释，

冲破了个人的局限，在“我”中加入了“众生”、“群体”和“国家”的内

容。他们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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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不执一己之我，而以众生为我。（章太炎：《建立宗教

论

如其说“无我”，不如说“自我扩大”。物质的自我扩大是子

孙、民族、人类；精神的自我扩大是历史。各种历史都是全体生

命大流底记录，我与非我一切有生命底现象、痕迹，都包含在

这些记录里面。（陈独秀：《自杀论

通过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近代思想家所推崇的灵魂是绵延

群体国家、贯穿人类始终的超时空的东西。它显然不可能是个人的

主观精神，而只能是被抽象、被绝对化的客观精神即宇宙精神。

“群”矛盾在哲学中

个人的主观精神强调的是个性和特性，宇宙的绝对精神强调

的是整体和一致。二者的同时出现是“独”

的具体反映。

个人主义

在伦理观上，中国近代思想家一方面从注重个人的价值出发

论证自私、利己的正当性、合理性，一

迫性，同样表现出“独”与“群”

利群主义

面又从维护国家、群体利益

出发阐释了合群、利他的必要性

的矛盾与冲突。

以近代西方的自然人性论为武器，中国近代思想家宣称，人是

生物的一种（尽管是高级的），和其它生物一样都具有刺激反应性，

对外界的刺激会有适宜和不适宜的感觉。而“适且宜者神魂为之

乐”，“不适不宜者则神魂为之苦”，“适宜者受之，不适宜者拒之”

（康有为：《大同书》）。可见，追求幸福、逃避痛苦（康有为称之为“求

乐免苦”、严复译为“趋乐背苦”）是人的天然本性和追求目标。

在近代思想家看来，从人的本性和“求乐免苦”这个意义上说，

人都是自私和利己的，自私、利己是人的天然本性。梁启超断言：

人类只有爱己心耳，更无爱他心。 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

学说

第 11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后来的陈独秀则讲得更加明 ：

利己者，人之性也。 论立法权

⋯故自利王义者，至坚确不易动摇

天下无论何人未有不以爱己为目的者，其有冒言不爱己

而爱他人者，欺人之谈耳

之主义也。（《道德之概念及其学说派别》）

由此出发，他们论证了自私、利己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把自私、

利己看作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爱国心和权利义务观念的源泉，道

德艺术及宗教等上层建筑赖以产生的基础。其最终的结论是，为了

促进国家富强、社会繁荣，必须利用人们的自私心和利己心来调动

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政治热情。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不仅不应该消

灭、杜绝，反而应该大力提倡和弘扬。他们企图通过自私、利己把个

人的切身利益与国家联系起来，以此调动爱国热情，克服封建奴役

下的麻木不仁。

同时，中国近代思想家极力宣扬和提倡爱群、爱他的利群主

义、利他主义。他们认识到，人不能总是孤立地生存于真空之中，独

来独往，不与任何人接触、交涉。康有为指出：

论语人不能离群而独立，无论居游营业，皆与人接构。

注》卷

在他们看来，人是合群的社会性动物，喜群恶独是人的本性。

正因为人们都喜群恶独，于是便形成了家庭、部落和国家。因此，近

代思想家断言：

盖人类恶独而乐群，全由其天性然，于是由家庭进而为部

落，由部落进而为国家。（章太炎：《驳神我宪政说

岂不以能群乎哉！（梁启超：

今夫千万人群而成国，亿万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所以有

说群〉序此国与天下者，

不仅如此，近代思想家还指出，在人组成了部落和国家之后，

同一群体中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是一致的，个人的命运、前途完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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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题，断言论语注》卷

赖于群体和国家。人是社会的人，个人的命运和前途与社会（“大

我”）休戚相关、息息相通，即“小我之乐，必与大我之乐相缘”（梁启

超：《说无我》）。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应该具有社会观念和公德意

识，肯为国家、群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

进而，近代思想家把利群、爱他说成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本

质属性。康有为提出了“仁者，人也”

大同书

“仁”就是使人成为人的本质特征。对于“仁”，他规定说：

能爱类者谓之仁，不爱类者谓之不仁。

在他看来，人是能爱类、懂博爱的动物，“爱类”使人灵于且高

于万物。康有为所讲的“爱类”其实就是指爱群、利群等社会观念和

公德意识。

梁启超则提出了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具有关于社会的观念

的思想。他指出：

夫社会的观念与将来的观念，正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

⋯⋯同为人类，两观念之或深或浅或广或狭，则野蛮文明之级

视此焉，优劣胜败之数视此焉。（《余之死生观

进而，梁启超把是否具有社会观念、是否能自觉地利群与合群

看作是划分善恶的原则和标准。他说：

有益

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以能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

为归⋯⋯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

新民说 论公德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

这就是说，道德的本质和作用就在于“利群”，是否有益于群体

和国家是判断善恶的标准。至此，近代思想家的博爱精神、利群主

义可以说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无所欠缺了。

个人自由 团体自由

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中国近代思想家接触到了自由的观念，

并深为之激动不已。为了呼吁人格自尊和民族独立，他们对自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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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 。近代思想

行了介绍、阐发和讴歌。鉴于中国近代国破家亡的切身感受，他们

指出自由有“政治上之自由”和“民族上之自由”两种含义，“政治上

之自由者，人民对于政府而保其自由也⋯⋯民族上之自由者，本国

对于外国而保其自由也，，（梁启超：《新民说

家所倾慕和渴望的自由，既包含个人的自由，也包含团体的自由，

同样体现了“独”与“群”的矛盾。

一方面，中国近代思想家极力推崇和提倡个人的人格独立，曾

唱出了“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同上）的豪歌，

宣称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他人均无责任可

言。章太炎写道：

盖人者，委蜕遗形，倏然裸胸而出。要为生气所流，机械所

制。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互为他人

而生。故人之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

四惑论

从独立人格出发，近代思想家热情赞美自由，把自由说成是人

的天赋权利和宇宙公理。“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严复在《辟韩》

中写道；“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梁启超在《新民说

论自由》中也如是说。不仅如此，近代思想家还把自由视为人的精

神生命，断言：

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

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梁启超：《十

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在这里，不论是严复还是梁启超，他们所讲的自由都是个人的

自由。对于个人的自由，他们曾经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肯定，认为

，个论自由“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梁启超：《新民说

人自由是国家自由的前提和基础。这正如严复所说：

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 原富》部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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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案语）

另一方面，为了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是中国近

代的燃眉之急。这使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愈来愈痛感到：“小己自

由非今日之所急，而以合力图强⋯⋯为自存之生计。”（严复：《法

意

法，便要大家牺牲自由。 三民主义

案语）国家的富强和独立要比个人的自由急迫得多。

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指出：

说

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梁启超：《新民

论自由》）

他们认为，自由的主体是团体和国家，而不是个人，从而否定

个人自由的必要。其逻辑是：

人不能离团体而自生存。团体不保其自由，则将有他团焉

自外而侵之压之夺之，则个人之自由更何有也。（同上）

以此观之，个人自由与团体自由休戚相关，个人自由依赖于团

体之自由。离开了团体的自由，个人自由便丧失了保证而无从谈

起。由此，中国近代思想家走向了极端：把个人的自由和团体的自

由绝对地对立起来，将二者说成是胜亡、强减的反比关系，进而认

定：

野蛮时代个人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

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二者盖有一定之比例，而分毫不容忒

者焉。（同上）

基于这种认识，近代思想家呼吁：为了团体的自由和民族的独

立，个人要做出失去自由、牺牲自由的奉献。孙中山强调：

民权主义就是要为国家争自由⋯⋯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

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

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要这样做

民权主义》第 讲）

近代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既是为自己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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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看待“独”

在中国近代的出现

“群”矛盾

由，也是为国家争自由。只强调团体的自由而否定个人的自由，势

必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使团体的自由也流于空

想。

“独” “群”矛盾在中国近代的出现，并非偶然。它并不是某

一思想家个人的选择和困惑，而是那个时代和那个阶级的印记在

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和体现。因此，对于每一位中国近代的思想家来

说，这一矛盾是主、客观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群”矛盾的产生提如果说现实的政治斗争的需要为“独”

供了可能性，那么，缺乏辩证的思维方式则使这一可能变为了现

实。对于“独”和“群”，中国近代思想家都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然而，片面的深刻性容易走向极端而忘却整体。中国近代哲学正是

如此。

众所周知，“独”与“群”、个别与一般、部分与整体既对立又统

一。具体地说，独、部分、个性丰富多彩、各具特色，但个别之中寓藏

着一般；一般抽象概括、稳定久远，但一般不能超脱于个别之上而

存在。这告诉我们：在近代救亡图存的斗争中，每个人 “独”都

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特长，调动全体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和

政治热情是维新和革命事业成功的必要前提。离开了广大人民群

众的关注、支持和参与，团体和国家 “群”也就成了名存实亡的

空架子。同时，每个人（“独”）与团体和国家（“群””）又有着共同的

命运和追求，国富民强、国破家亡是最简单的道理。

对于“独”与“群”、个人与群体的矛盾，中国近代思想家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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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公”

。之所以要这样做，

两套解决方案：一种是独群两利说、一种是个人牺牲说。

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家认为，处理独群、人己关系的基本

原则是使彼此双方都获利益，损害任何一方都是不恰当、不道德

的。他宣称：

天演论》导言

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

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 案语）

（同上书，

基于这种认识，严复一再强调“独利必不利”、“两利为真利”

案语）。

两利说主张对个人与群体、自己与他人的利益都给予观照和

满足，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然而，这仅仅是愿望而已。因为两者在

多数情况下是冲突的，要想兼顾显然很难。换言之，两利说难以坚

持到底。

，号召人们为群而舍己。他指出：

严复本人也确实如此。在大谈两利的同时，严复也呼吁“屈私

论世变之亟

西人讲群学者，所以称必有为群舍己之人，而后群强而化

进也。（《拟上皇帝书》）

这一主张把严复推向了个人牺牲说。

论中国国民之品格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个人牺牲说认为，独群利益往往难以兼顾，

要想不损害任何一方是不可能的。在两者发生矛盾时，应该“不惜

牺牲其私益之一部分以拥护公益，其甚者或乃牺牲其现在私益之

全部以拥护未来公益”

新民说

“非拂性也，盖深知夫处此物竞天择界，欲以人治胜天行，舍此术无

论合群》）。在他看来，让个人做出牺牲，正是为了由也，，

维护个人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以求更好地“收利己之效”。

通过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无论是两利说还是牺牲说都没有

摆正独与群、公与私的位置。“两利”说把个人与国家等量齐观，淡

漠了中国近代空前深重的民族（“群”）危机；“牺牲”说虽然呼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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